
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年第 2 期

作为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互联网大国，中国网络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普

通网民拥有了极大的言说空间和自由，也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表达权力与表达机会。于是，所谓的“.
COM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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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其仅仅看作是一般网民的无聊行为，更不可以将其看作是无关痛痒的“疯言疯语”；而应当以认

真审慎的态度来探究。也只有当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探究，普通网民是如何用戏谑的网络语言

表现当代中国的“文化复调”，在戏谑的语言背后又是隐藏了怎样的索引性表达，才能让我们对今天

中国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有更清醒和更全面的认识。只有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才能消除官方对网

络新媒体的抵触甚至是惧怕的心理，变消极抵制为积极应对，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网络空间，乃至整

个中国社会才会与时俱进、健康快速发展。

一、复调语言中的戏谑文化

戏谑的网络语言狂欢，极其符合巴赫金（Bakhtin）“戏仿—嘲讽”（parodic-travestying）的概念，它包

括带有幽默的讽刺、反讽和单纯的娱乐形式，如笑话、打油诗、讽刺（散文体和诗歌体）、顺口溜以及戏

仿。巴赫金指出：“从来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直接的体裁，也没有那种直接话语（在艺术、修辞、哲

学、宗教、日常生活上）不存在戏仿和嘲讽这一元素，即与其自身相对的漫画讽刺般的话语。”[1]

可以说，这种“戏仿—嘲讽”的艺术和西方文明一样历史悠久。但它却从来没有像在当今中国网

络空间中这样得到复兴。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形形色色的权威都有可能遭到质疑和嘲讽。近年

来，出现过多次央视报道相关新闻之后，在网络舆论场中，却出现了一边倒的不屑、嘲弄和抨击的现

象（如“达芬奇家居”、“薛蛮子嫖娼事件”等）。央视不止一次地遭遇如此的“舆论逆流”[2]。

在当代中国复杂的媒体环境下，人们并不是“被俘虏的观众”，而是“熟练的行动者”[3]。他们熟练

地使用网络，擦着“官方认可的行为方式的边界”[4]，与网络控制“斗智斗勇”，巧妙地表达着自己的声

音，争取着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权利。网络戏谑文化的狂欢，就是此类网络行动的典型代表。尽管

芜杂，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创新多变的机智；虽然戏谑，娱乐化的外表下也不失严肃的坚持和追

求；看似温和，在非暴力的形式下，仍有对权威的抗争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

1. 符号策略：网络空间的隐藏文本 网络行动很少提出革命性的变革目标，往往目标温和。追

求的是类似于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文化价值以及个人身份认同这样的目标。与其温和具体的目标

相对应的是，网络行动主要采取温和的符号化的方式。即网民积极分子采取的行动方式，往往不是

激烈的抗争表演，而多是利用诸如叙事、语言、图像和音乐等符号资源，因为它经常是基层民众发起

行动甚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博斯特（Mark Poster）所说，物质资源对工业时代马克思主

义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而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话语资源[5]。

众所周知，在网络戏谑文化中，一直体现了网络行动的形式和规避网络控制的方式上的富有创

意，正如以隐藏文本的方式在网络上进行语言评论和符号传播就彰显了这种创意。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将“隐藏文本”视为“在强势力量背后存在的批判力量”[6]。他指出，“隐藏文本不仅包括

话语，还包括一整套行为……对很多农民来说，偷猎、偷窃、秘密避税、有意为地主做烂活是这一隐藏

[1]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p.53.
[2]《央视为何战东莞？》，第一财经网站，2014年2月10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40210/n394707710.shtml.
[3]Pan, Zhongdang.“Media Change Through Bounded Innovations: Journalism in China’s Media Reform”, I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Asia, ed. Angela Rose Romano and Michael Bromley.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96-107.
[4]O’Brien, Kevi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
[5]参见 Poster, Mark.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6]Scott, 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Scripts.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Xii,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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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网络时代，也存在着隐藏文本，只不过是采用电子的形式。网络新技术

固然可以通过程序设计这一方式来过滤词汇，但较之电脑程序，语言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无限的变

幻能力。通过不断实践，中国网民已经创造并发展出一整套反过滤的符号策略。例如，在2009年年

初，有关部门发起了一次“反网络低俗”的运动，打击网上传播的色情和不雅内容。大量网站因为“低

俗”而被叫停，脏话被屏蔽。当这一运动开始波及那些政治性论坛时，网民们反戈一击，创意性地发

明了“草泥马”等谐音字的脏话绕过网站的屏蔽，并逐渐创作出了以“草泥马”为代表的“十大神兽”。

“草泥马”竟变成了一种样子很天真的动物，现多统一为羊驼为其形象。该词本身却是一个汉语粗口

的双关语，现成为网民用来回应网络管制的颠覆性符号。这一神马的形象很快演变为各种多媒体的

电子版本，并配有歌词和曲调优美的童谣。我们很容易从网上看到，这一神马经常出现在与“河蟹”

作史诗般战斗的场景中，而“河蟹”则是象征网络审查的双关语[2]。

这些细微的利用隐藏电子 造

河 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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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谢良兵发表微博“记者何苦为难妓者”[1]。有的网民将戏谑的矛头指向东莞嫖客。例如，网络段

子：“二零一三全国小朋友都在关注‘爸爸去哪里了’，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央视的配合下，终于

在二零一四年的春天找到了答案——东莞。”[2]有的网民将戏谑的矛头指向东莞当地政府。例如，网

络段子：“正月初十的扫黄，其实大部分妹子们根本都还没有回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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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保持社会稳定、保障民生、惩处腐败等）的基础上，对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成

效进行检验和监督的人民群众的形象。而在道德指向话语中，广大网民采取的权力策略/角色定位，

则是贴近公共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同时也争取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所以

网络戏谑文化的语言表达虽然是戏谑不经的，但却不是混乱和毫无章法的。“政府责任”、“暴力血

泪”、“权力庇护”、“背后原因”等词语是在网络戏谑文化中经常提及的词语，在其陈述中，被统一整合

到了对政府权力的抨击之中。这种俗称“上纲上线”的表达方式，意图正在于将情景当中的“个别问

题”、“极端情况”转化为“公权力问题”、“体制问题”。代表政治上强权的政府，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没

有被网络话语正式引用成为情境中的主体，却在网民评论的不断强调和暗示之下，成为了网络公共

事件讨论的重要背景。

索引线的使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这种用法里，表达的索引性不是政府权力，而是指向网民

们默会的道德标准。而这个网民大众认可的道德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与体制或权力规定的道德标

准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体现了网民们深层次的怨愤。周晓虹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映

照在人们精神层面的反应，称之为“中国体验”，用它来描述“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他将“边际

性”看作是中国体验的基本特征，从“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

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等几个方面论述当代中国体验的二元关系[1]。通过这些两

极化关系的展现，我们能够发现，网络上集聚的怨愤情绪，正是这些对立关系的折射。也就是说，因

为体制位置所赋予的道德标准并没有得到网民大众的一致认可，而仅仅被当作一种道德说教。网民

们真正关心的是底层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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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戏谑文化就是广大网民自主进行信息传播和知识制造的典型代表，网络空间塑造的最重要

的新身份，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词——“网民”。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

的激进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平凡的网民，相对以往时代的

普通民众，变得更加无畏、有思想、有见识、有激情和不容易受骗，而且一味的对其欺骗、压抑和蒙蔽，

只会激发他们更加强烈的表达欲望。网民们不再迷信类似官方媒体这样的知识专家或者信息权威，

他们开始创造自己的信息渠道，也有了一定的信息辨别能力。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网络议题，他们会

自发的评论、讨论，从而形成自己的意见乃至知识。所以，在网络时代，网民大众获得了主动性，在一

定程度上成为了信息的“主人”。

刘少杰教授敏锐地指出，网络社会引起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网络使得信息权

力地位凸显、作用放大，信息权力以其横向传递和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

化权力提出了挑战[1]。由此，在网络时代，政府单向度的话语霸权再无可能，而在社会政治沟通中采

取公共的或对话性的交流方式成为必然要求。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承载的是公众的多种声

音，来自普罗大众的话语再也不能被随意忽略，公众权力在此基础上得到巨大提升。

而汹涌的网络民意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

众性、迅速传播性使得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资源（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力量）能够迅速地汇集起

来。于是，来自网络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会凝聚成举足轻重的撬动现实的“巨力量”。

2.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重构 网民话语权力和现实权力的提升，进一步摧毁了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保守维系的可能。在网络条件下，基层大众可以通过网络集结起来，用自身的

力量和意志来影响政府的行动乃至决策。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在强大的网络民意要求下，拥有了

陡增的权力的网民，要求政府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政府再无“独断专行”的可能。可以预见，在网络

时代的背景下，网民们主导的网络行动，将会继续在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发挥其特有的作用。而中国网络的未来，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将被这些复杂

的互动所塑造。

作为政府，对于蕴含着复调语言和网络新精神的戏谑文化，宜疏不宜堵。在网络社会中，政府不

应一味地扮演发号施令者和话语独白者，更不能扮演旁观者，而应当是民主沟通的促进者和参与者，

主动把网络新媒体作为一种了解民意、倾听民声、问政于民的新渠道，作为官民沟通的新桥梁，努力

建构自身在网络社会中的“互动型角色”。政府“互动型”角色重构的前提是：承认管控和参与双重逻

辑同时存在，并重视二者的相互协调，注重网络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以引导与互动的双重角色发

挥其治理功能。由此，政府角色重构的框架设计必然要求：进行治理观念变革，包括治理中的应急意

识、责任意识、对话意识、学习意识等；展开治理制度设计，涵盖舆情平台打造制度、传统媒体与网络

媒体结合的多元发言人制度、部门协调治理制度等；实施治理行为更新，以“事实”吸引公众、“真诚”

对待公众、“全面”面对公众的多元行动体系等。

作为一个新生社会形态，网络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不仅在于多元主体参与其中，还在于去中心

化的平等的互动关系，以及流动的信息权力。因此，网络社会治理不能仅靠管理监控实施，也不能仅

靠平等参与实现。网络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体现在：异质性较强的网民，以及由网民推动的新社

会网络媒体；以网络大V、微博名人等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各种传统媒体也能借助网络参与其

中。政府在其中不能一家独大，处在发号施令的统治位置，应该与各参与主体之间形成平等互动的

关系，扮演好“互动型”角色。但它需要对网络舆论导向进行正确导引。只有在管理和服务达到恰当

的平衡时，政府才能有效治理网络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型网络才能得以形成。

[1]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合肥〕《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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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议程设置变迁中政府议程、大众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互动关系，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

构成。政府网络社会的议程设置如何扮演其“互动型”角色，在管理和服务的力量均衡中引导公众舆

论，夯实网络社会治理的理念基础，在网络社会健康运行中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对于戏谑的网络文化，过分遏制，不理不睬，谈虎色变，都是失之偏颇的。政府应当以此为

契机，以平和的姿态主动参与到与普通网民的对话和沟通当中，实现网络社会中的“互动型角色”重

构，形成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

四、结 语

语言是最普遍的符号。符号包含着人们的选择、设定和赋予。符号中没有确定的客观本质与必

然性的规律，却包含着理解者和被理解者共同赋予的意义。符号是可能性，是被创造的动态过程。

符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了不同的意义。面对语言符号,社会学发现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随

着限制它的条件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的世界[1]。网络戏谑文化，以较为丰富和完整的方式，向我们

展现了网民大众是如何用娱乐化的网络语言来表现当代中国的文化复调的，又是怎样用赋予共同意

义的默会的戏谑符号隐晦指向国家权力和道德标准两条索引线的。这使得看似闹剧的网络狂欢走

向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对大众民意的关注；走向了对权力和权威的思考、抗辩和嘲弄；也走向了对

社会公正和民众基本权利的争取和捍卫。所以，对于纷乱芜杂、戏谑不经的网络文化，我们不仅应该

采取更加包容的心态和更加理解的态度，撇去“粗俗”、“不敬”和“松散”的表面泡沫，去伪存真，剔粗

留精，用“扬弃”的思维，多看看当今中国网络空间的戏谑文化中蕴藏的新时代网民的创新和机智，了

解其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心与重视、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怀、对于自身权益和社会公正的支

持与追求、对于社会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以及期盼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愈来愈好的美好愿望。还要在

此基础上，加以沟通疏导和利用。

同时，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不能只看到网络戏谑文化光明的一面。虽然当代中国网民中的

大部分较之以往，更加自主、更加有智慧、也更加富有见地，但还要看到相当一部分网民有着“乌合之

众”式的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网络戏谑文化中，有很多非理性的冲动的内容。另外，我们也应关注

处于解构状态的网络戏谑文化有其负面影响。因为解构现象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海量信息会让

普通网民变得迷茫困惑、难以抉择；众声喧哗使网民大众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少了一些归属感；网

络言路上表达意见者众多，而倾听者却很少，显得混乱芜杂等问题。

总之，我们必须肯定戏谑文化带来的网络新精神。尽管其格调是戏谑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

但这种网络新精神却是当代中国网民的情绪载体、思想体现和行动工具。政府对此应当采取开放和

包容的态度，直面网络戏谑文化表现的文化复调和网络新精神，努力实现网络社会中的“互动型角

色”重构，促进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治，只有这样，才

能形成一种“政府从网络文化中吸收大众正能量，大众正能量反过来促进政府科学治理，推动网络文

化乃至整个社会健康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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